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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乘用车领域的过往研究发现相较于手动驾驶，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驾驶员会更容易出现疲劳。因此，有必要探究辅

助驾驶系统对重型卡车驾驶员长途驾驶疲劳程度的影响。基于超过 120 h 的自然驾驶实验，采用多项生心理指标（如心率、

心率变异性等）对比了重型卡车驾驶员手动驾驶车辆和在辅助驾驶系统帮助下驾驶车辆时的疲劳程度。辅助驾驶情况下驾

驶员平均心率、呼吸频率、呼吸深度以及瞳孔直径均高于手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辅助驾驶情况下驾驶员连续 RR 间隔均

方根、低高频比例、眨眼频率、眨眼时长以及 PERCLOS 均低于手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当驾驶员处于手动驾驶情况时，

驾驶时间每增加 2 h，反应时间会增加 0.032 s，当驾驶员处于辅助驾驶情况时，反应时间不随驾驶时间发生显著变化。重

型卡车驾驶员在辅助驾驶系统帮助下驾驶车辆时的疲劳程度低于手动驾驶，本研究可以为辅助驾驶系统在重型卡车中的安

全应用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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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in the passenger car domain has found that drivers using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fatigue compared to manual driv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ADAS on 

the fatigue levels of truck drivers during long-haul driving. Based on over 120 h of naturalistic driving experiments, multiple 

psycho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such as heart rat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etc.)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fatigue levels of heavy truck 

drivers when manually driving vehicles and when driving vehicles with ADAS. The average heart rate, respiratory rate, respiratory 

depth, and pupil diameter of drivers driving with ADAS a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under manual driving. When driving with ADAS, 

drivers’ root mean square of continuous RR interval, low to high frequency ratio, blink frequency, blink duration and PERCLOS are 

all lower than those of drivers under manual driving. When the driver is driving manually, the reaction time will increase by 0.032 s 

for every 2 hours. When the driver is driving with ADAS, the reaction time does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driving 

time. The fatigue levels of heavy truck drivers when driving vehicles with ADAS are lower than when manually driving,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afe use of ADAS in heavy trucks. 

Keywords: traffic safety;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heavy truck drivers; driving fatigue. 

 

驾驶疲劳是指驾驶员出现清醒程度下降、困倦程度上升的一种状态[1]，会造成驾驶员对前方道路的

视觉处理变慢、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和反应能力变差，进而造成驾驶表现下降[2]。驾驶疲劳广泛存在于日常

驾驶过程中，不仅是追尾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 20%~30%致命意外事故的罪魁祸首[3]，对道路交通



 

 

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根据 May 等[4]提出的框架，驾驶疲劳可分为两大类：睡眠相关的疲劳和任务相

关的疲劳。睡眠相关的疲劳是指由昼夜节律、睡眠不足甚至睡眠剥夺所引起的疲劳，而任务相关的疲劳

是指由驾驶任务和驾驶环境引起的疲劳。任务相关的疲劳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主动疲劳和被动疲劳。

Gimeno 等[5]认为主动疲劳是由驾驶任务认知负荷过高引起的，如车流量大、视线较差、需要完成除驾驶

任务以外的额外分心任务等。被动疲劳则是由驾驶任务认知负荷过低所引起的，如当驾驶任务或道路环

境高度可预测时，驾驶员倾向于减少分配到道路上的注意力，造成驾驶任务认知负荷过低而容易疲劳困

倦。 

驾驶疲劳在时效性要求较高的干线物流行业中（如快递等）更为突出。通常长途重型卡车驾驶员需

要长时间（约 10~14 h）、长距离（约 800~1200 km）持续驾驶重型卡车运送货物，在此过程中驾驶员极易

产生驾驶疲劳，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的潜在威胁[6]。Perttula等[7]通过问卷研究发现 27.8%的重型卡车

驾驶员经常在驾驶过程中感到疲劳。Friswell 等[8]发现相较于轻型卡车驾驶员，重型卡车驾驶员更容易产

生驾驶疲劳。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2023 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175 万起，其中由疲劳驾驶导

致的事故占比最高，达到总事故的 15%[9]。一项在北京进行的问卷研究发现，过长的驾驶时间是导致卡车

驾驶员产生疲劳的重要原因[10]。考虑到驾驶疲劳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过往的研究大量探索了传统手动

驾驶中驾驶疲劳产生机理以及驾驶疲劳对驾驶行为的影响[11-12]。 

为了缓解重型卡车驾驶员长途驾驶过程中的驾驶疲劳，目前部分公司（如智加、图森、赢彻等）开

始探索将辅助驾驶系统部署至重型卡车上，尝试在特定路段（如高速公路）通过辅助驾驶系统来替代驾

驶员完成驾驶任务。然而，辅助驾驶系统的引入可能产生 2 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辅助驾驶系统替代

驾驶员执行了驾驶任务，驾驶员由操控车辆所产生的主动疲劳会相应减少；另一方面，辅助驾驶系统使

驾驶员转而执行监测系统的任务，驾驶员分配到道路上的注意力减少、处于低认知负荷状态，进而造成

被动疲劳增加。因此，有必要探究辅助驾驶系统的引入对重型卡车驾驶员疲劳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辅助驾驶系统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驾驶员的角色，辅助驾驶系统开启时驾驶员从车辆

的主动操控者变成了道路环境的被动观察者[13]。基于此，辅助驾驶系统将驾驶员从驾驶任务中解放出来，

降低了驾驶员的主动疲劳。然而，脱离驾驶任务会降低驾驶员的警觉性、加剧驾驶员的易困程度。在当

前的辅助驾驶车辆中，驾驶员的驾驶疲劳仍然会严重影响他们的警醒程度和他们对接管请求的反应时间。

Lu 等[14]发现，场景意识更低的驾驶员更难正确地应对道路上存在的危险事件，并对道路上其他司机的速

度和距离的感知变差，而且驾驶员的场景意识与他们的精神状态紧密相关，驾驶员疲劳时场景意识显著

降低。因此，辅助驾驶车辆中驾驶员的疲劳程度依旧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考虑到人机共驾的复杂性[15]，

充分理解并缓解辅助驾驶车辆中驾驶员的疲劳对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极为关键。 

在驾驶领域，针对辅助驾驶系统与驾驶员疲劳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般认为，在有条件

的自动驾驶环境下（如辅助驾驶系统等），不参与主动的驾驶任务以及单调的驾驶环境都使得驾驶员会更

容易感到困倦[16-17]。Korber 等[18]进行长为 42.5 min 的驾驶模拟器实验时发现，辅助驾驶开启后，由于驾

驶员缺乏对驾驶任务的主动参与，更容易导致被动疲劳，主要体现在眨眼频率和眨眼时长增加、瞳孔直

径减小。类似地，Jarosch等[19]进行长为 28 min的驾驶模拟器实验时，发现驾驶员执行监测辅助驾驶的任

务时更容易产生疲劳。随着实验的进行，驾驶员的眨眼频率、眨眼时长、眼睑闭合百分比（PERCLOS）



 

 

以及 KSS (Karolinska Sleepiness Scale)量表值均会增加，辅助驾驶中以上指标增长更加迅速。Vogelpohl等
[17]则发现，辅助驾驶开启 15~35 min 后，驾驶员出现了显著的面部疲劳特征，部分驾驶员甚至出现长时

间眼睛闭合的情况，而手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出现显著面部疲劳特征的时间更加滞后（约为 40 min）。

Ahlström 等[20]也发现，对比手动驾驶，辅助驾驶中的驾驶员 KSS 量表值更高、眨眼时长更长、瞳孔直径

更小、脑电α和β活动更强。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执行监控辅助驾驶系统任务的司机会更快出现疲劳，

在辅助驾驶系统开启时进行与驾驶无关的任务反而可以提高驾驶员的接管绩效[21]。 

已有研究的主要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①大部份研究均基于非专业的乘用车驾驶员，考虑到乘

用车驾驶员与重型卡车驾驶员在工作任务和驾驶经验上可能存在异质性，以上实验得到的结论并不能直

接迁移到专业驾驶领域（如重型卡车长途司机）；②实验中用于诱导驾驶员产生疲劳的时长较短（均<2 h），

而且大部分研究是基于驾驶模拟器进行的，因此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长时间真实驾驶中重型卡车驾驶员

状态的变化。因此，在辅助驾驶系统大规模推广落地的同时，有必要基于实际道路实验和真实运营环境，

探究辅助驾驶系统对重型卡车驾驶员长途驾驶疲劳程度的影响。 

具体来说，本文探究：与手动驾驶相比，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情况下，重型卡车驾驶员长时间驾

驶过程中的整体疲劳会如何变化？针对此问题，本文利用开放道路上的实车实验采集驾驶员在手动驾驶

和辅助驾驶过程中的生心理数据、提取其中与疲劳程度相关的指标，对以下假设进行检验： 

- 原假设：辅助驾驶系统开启的情况下，重型卡车驾驶员整体疲劳程度会上升。本假设的基础是

当驾驶员由从操控者变为监测者时，驾驶员的被动疲劳会显著增加，故重型卡车驾驶员整体疲

劳程度可能会上升。 

- 备择假设：辅助驾驶系统开启的情况下，重型卡车驾驶员整体疲劳程度会下降。本假设的基础

是长时间驾驶操控车辆的主动疲劳得到大幅降低，且重型卡车驾驶员作为专业驾驶员可能通过

自我约束或恰当地分配注意力来减少被动疲劳的增加。故重型卡车驾驶员整体疲劳程度可能会

下降。 

1方法 

1.1 实验方案和被试情况 

如图 1 所示，实验中采用一辆搭载智加领航辅助驾驶系统的解放牌 J7 重型卡车车头作为实验用车并

配备固定质量的标准货箱，全车为五轴拖挂重型卡车，总长约 18 m、总重 31.75 t。智加领航辅助驾驶系

统是由苏州智加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专用于重型卡车的国标二级辅助驾驶系统，应用场景为高速公路，

智加领航辅助驾驶系统（解放 J7 版）包括自适应巡航（即自主控制车速以及与前车的距离）、车道偏离预

警（即在偏离车道时提供声音警报）、车道居中保持（即自主跟随车道行驶）、车道内微调避让（即在车

道中自动微调方向以躲避潜在风险）、驾驶员拨杆打灯后变道等辅助驾驶功能。 

为反映真实运营情况，本次实验采用了某快递企业在华东至华中区域的真实运营路线（见图 1b）：往

返江苏省苏州市某仓库和湖北省孝感市某仓库，单程长度 802 km，其中高速公路路程 785 千米。单程平

均驾驶时长约 10.8 h（最短：10.1 h；最长 11.4 h；标准差：0.36 h），高速公路驾驶时长约 10.3 h（最短：

9.7 h；最长：11.0 h；标准差：0.33 h）。为了尽可能避免由睡眠不足而引起的与睡眠有关的疲劳以及不同

工作时间可能对实验的影响，实验过程中每天的出发时间均控制在上午 07:30 左右。此外，为尽可能避免



 

 

周末或节假日高速公路出现异常车流量对实验的影响，所有实验均在工作日进行。 

为确保真实道路上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过程中的安全，经筛选后 3 名使用智加领航辅助驾驶系统超过 2

年的专业重型卡车司机（均为男性，平均年龄 43 岁）参与了本次实验。每名驾驶员进行了 4 天 2 轮（2 

天内往返苏州和孝感算作 1 轮）的驾驶实验，每轮实验中每位驾驶员 1 天全手动驾驶、1 天在智加领航辅

助驾驶系统的帮助下驾驶（高速道路上平均辅助驾驶比例为 96.59%）。基于此，整个实验由 3 位驾驶员共

采集 12 d的数据，每天约 10.5 h 左右。为了避免可能的疲劳累积，每位驾驶员 2 轮实验的间隔均大于 5 d。 

 
图 1实验中所用解放牌 J7重型卡车和驾驶路线图 

Fig.1 The JieFang J7 heavy truck used in the experiment and experimental route 

 

1.2数据采集 

1.2.1 眼动数据 

驾驶任务是一项高度依赖驾驶员视觉注意力的任务，恰当的视觉注意力分配能够有效规避道路风险、

提升驾驶安全。过往研究中也发现部分眼动指标与驾驶员的工作负荷和疲劳程度紧密相关[16-17, 22]。这些

指标包括但不限于眨眼频率、眨眼时长、瞳孔直径、PERCLOS（percentage of eyelid closure, 即驾驶过程

中每 60 s 内眼睛闭上超过 80%的时间占比）。因此对驾驶员的眼动行为也进行了采集。 

为了不影响驾驶员的正常驾驶，实验中使用固定式桌面眼动仪（SmartEye Pro）对驾驶员的眼动行为

进行捕捉。如图 2所示，实验中使用的 SmartEye Pro系统由 3个摄像头和 2个红外灯构成。为稳定捕捉驾

驶员的眼动行为，经前期测试，3 台摄像头（见图 2）被安装在驾驶舱内不同位置并均面向驾驶员头部

（主要集中在面部），2 台红外灯则有效保证了眼动捕捉不受环境照明强度影响（如白天/晚上、隧道内/隧

道外、逆光等）。由于视线捕捉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如眼部结构个体差异、眼镜折射、斜视等），因此为

确保视线捕捉精准度，实验过程中每一次司机下车再上车后都会进行视线校准。驾驶中眼动数据的采集

频率为 60 Hz。 



 

 

 
图 2固定式桌面眼动仪和生理传感器佩戴设置 

Fig.2 Fixed dashboard-mounted eye tracker and settings for physiological sensors 

 

1.2.2 生理数据 

为了实时采集重型卡车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生理数据，采用 Physiolabs 生理仪器套件结合 Human 

Research Tool 软件采集了驾驶员的心电（ECG）信号和呼吸（RESP）信号。生理数据的采集频率为 1,000 

Hz，图 2b展示了 2种生理传感器在实验中的佩戴设置。 

1.2.3 反应测试数据 

为对比重型卡车驾驶员在手动驾驶和辅助驾驶过程中随着驾驶疲劳发展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快慢，驾

驶过程中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实验员观察无明显道路危险时）对驾驶员进行了反应测试。反应测试采

用听觉刺激，由实验员手动发起测试。当实验员发起测试时，实验员携带的扩音器将会发出频率为 4,000 

Hz、时长为 0.5 s、响度为 95 dB 的“嘀”声，驾驶员被要求在听到声音的第一时间按下固定于中控屏下

方的按键，测试程序自动记录从测试发起到驾驶员做出反应的时间间隔。为了避免反应测试过于频繁而

影响驾驶员疲劳发展，车辆上高速后每隔 2 h进行 1 轮反应测试（每轮测试包含 2 次，2 次测试随机间隔

30~45 s不等），每天的 10 h驾驶过程中一共进行 5 次反应测试。 

1.2.4 主观问卷数据 

为了衡量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主观困倦程度，实验中采用 KSS 量表[23]。KSS 量表以单个问题的形式

询问被试当前的主观状态，可能的答案从 1（极度警醒）到 9（极度困倦，需要努力保持清醒）共包含 9

个等级，实验员通过口头询问的方式获得驾驶员的回答。考虑到较长的实验时间、较高的问询频率可能

会影响驾驶员的警觉程度，因此采取车辆上高速后开始计时、每隔 1 h 询问一次的方式，每次驾驶中总计

询问 10 次。 

1.3 实验流程 

 实验前，实验员对所有参与实验的驾驶员介绍实验流程（包括反应测试的介绍和训练）、回答相关问



 

 

题也获得了所有驾驶员书面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本实验已获得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人类研究伦理委员

会批准。实验中每天的具体流程如图 3所示。 

- 驾驶员到达后，先佩戴生理传感器、调试桌面眼动，仪器准备就绪后开始实验。 

- 驾驶员手动驾驶车辆前往高速收费站准备驶入高速，以车辆通过收费站、驶入高速的时刻为零时

刻，开始进行各项数据采集。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驾驶员的生理数据和眼动数据全程采集，

主观问卷数据和反应测试数据分别间隔 1 h（KSS量表）或 2 h（反应测试）进行采集。 

 

图 3 实验流程 

Fig.3 Procedures of the experiment 

 

1.4 数据处理与指标提取 

参考过往的驾驶疲劳相关研究[20-21, 24-28]，提取了表 1中的生理和眼动指标用于衡量重型卡车驾驶员在

驾驶过程中的疲劳程度。生理数据（ECG 和 RESP 信号）的预处理和指标提取使用了 Python 中的

neurokit2 程序包，眼动数据的预处理和指标提取使用了自编程序。对于生理和眼动数据，计算了从实验

开始后每小时的平均数值，即对于每个指标，每位驾驶员产生 10 个数据点。同时，考虑到重型卡车驾驶

员驾驶时间较长，根据已经商用的部分驾驶员疲劳监测系统所采纳的方法[29]，假设重型卡车驾驶员在实

验开始 1 小时内疲劳状态较轻，因此将实验当天第 1 个小时内的生理和眼动指标作为基线来标准化当天

其余时间内对应指标的变化。图 4 以平均心率为例展示了数据标准化后某位驾驶员平均心率在驾驶过程

中的变化。此外，驾驶中反应测试数据和主观问卷数据（KSS 量表）也被用于对比驾驶员在手动驾驶和

辅助驾驶情况下的疲劳程度。 

 
图 4某位驾驶员平均心率变化示意图 

Fig.4 Box plot of change of a driver's average heart rate 



 

 

表 1 用于衡量疲劳程度的生理和眼动指标 

Tab.1 Physiological and eye movement metrics used to evaluate the fatigue levels 

指标 单位 定义 数据来源 随疲劳增加变化情况 

平均⼼率 次·min-1  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平均⼼率  ECG传感器 下降[30-32]  

连续两次⼼

跳（RR）间

隔均⽅根 

ms 

 

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电信号中连续 RR 间隔的均

⽅根 

ECG传感器 上升[30-32]  

低⾼频⽐例 

 

 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电信号中连续两次⼼跳的时

间间隔序列的低⾼频⽐率（低频：0.04~0.15 Hz; 

⾼频：0.15~0.4 Hz） 

ECG传感器 上升[30, 32]  

呼吸频率 次·min-1   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呼吸频率 RESP传感器 下降[21]  

呼吸深度 
 

 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呼吸深度 RESP传感器 下降[21]  

眨眼时⻓ 
 

s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眨眼时⻓ SmartEye Pro 上升[18, 22, 33]  

眨眼频率 
 

次·min-1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平均眨眼频率（窗⼝时

⻓：2 min） 

SmartEye Pro 上升[18, 22, 33]  

瞳孔直径 
 

m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左右眼瞳孔直径的平均值 SmartEye Pro 下降[18, 33]  

PERCLOS %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每 60 s内眼睛闭上超过 80%

所占的时间 

SmartEye Pro 上升[18, 22]  

 

1.5 统计分析 

为了比较手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情况下各疲劳指标存在的差异，针对每个疲劳指标、反应时间以及

KSS 量表分数分别拟合了一个混合效应线性模型。模型中自变量为驾驶模式以及驾驶时间，其中驾驶模

式为类别变量（手动驾驶或辅助驾驶）、驾驶时间为连续变量。模型中将不同驾驶员建模为随机效应，同

时考虑驾驶模式与驾驶时间 2 个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针对以上 9 个生理眼动疲劳指标、驾驶

反应测试结果以及 KSS 量表结果，共拟合了 11 个混合效应线性模型，所有统计分析均基于 SAS 

OnDemand for Academics完成，其中统计显著水平设置为 p = 0.05。 

2 结果 

2.1 生理和眼动指标 

驾驶模式显著影响平均心率（p < 0.0001）、连续 RR 间隔均方根（p < 0.0001）、低高频比例（p < 

0.0001）、呼吸频率（p < 0.0001）、呼吸深度（p < 0.0001）、眨眼时长（p < 0.0001）、眨眼频率（p < 

0.0001）、瞳孔直径（p = 0.0003）、PERCLOS（p < 0.0001）。驾驶时间（p > 0.05）及驾驶模式和驾驶时间

之间的交互效应（p > 0.05）对以上所列生理和眼动指标均无显著影响。各指标在不同驾驶模式下的组间

对比如图 5所示。 

具体来说，辅助驾驶情况下驾驶员平均心率（辅助驾驶减手动驾驶的差值（∆）= 7.34%, 95%置信区

间: [5.80%, 8.88%], p < 0.0001）、呼吸频率（∆ = 7.40%, 95%置信区间: [5.60%，9.20%], p < 0.0001）、呼吸

深度（∆ = 38.89%, 95%置信区间: [29.64%，48.14%], p < 0.0001）以及瞳孔直径（∆ = 17.61%, 95%置信区



 

 

间: [8.18%，27.04%], p = 0.0003）均高于手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同时，辅助驾驶情况下驾驶员连续 RR

间隔均方根（∆ = -66.36%, 95%置信区间: [-88.99%，-43.73%], p < 0.0001）、心电低高频比例（∆ = -58.76%, 

95%置信区间: [-41.77%，-75.75%], p < 0.0001）、驾驶员眨眼频率（∆ = -24.07%, 95%置信区间: [-32.27%，

-15.87%], p < 0.0001)、眨眼时长（∆ = -9.28%, 95%置信区间: [-11.77%，-6.81%], p < 0.0001）以及

PERCLOS（∆ = -130.76%, 95%置信区间: [-165.20%，-96.32%], p < 0.0001）均低于手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 

 
图 5各生理和眼动指标在不同驾驶模式下的组间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physiological and eye movement metrics across different driving modes. 



 

 

2.2 反应测试和 KSS量表 

驾驶模式和驾驶时间的交互效应显著影响反应测试中的反应时间（p = 0.04），图 6a 展示了该交互效

应。总体而言，随着驾驶时间的增加，驾驶员的反应时间会增加。当驾驶员处于手动驾驶情况时，驾驶

时间每增加 2 h，反应时间会增加 0.032 s（95%置信区间: [0.017，0.047] s, p < 0.0001）；当驾驶员处于辅

助驾驶情况时，反应时间不随驾驶时间发生显著变化（p = 0.2）。如图 6b所示，随着驾驶时间的增加，驾

驶模式对驾驶员反应时间的边际效应增强，即随着驾驶时间的增加，辅助驾驶对比手动驾驶会减少更多

反应时间。 

驾驶模式（p < 0.0001）和驾驶时间（p < 0.0001）均对 KSS 量表分数有显著影响，但驾驶模式与驾

驶时间的交互效应未发现对 KSS 量表分数有影响。如图 7a 所示，辅助驾驶情况下驾驶员的 KSS 量表分

数低于手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的 KSS量表分数(∆= -1.05, 95%置信区间: [-1.31，-0.79], p < 0.0001)。如图

7b所示，驾驶时间每增加 1 h，KSS量表分数增加 0.29。 

 
图 6驾驶模式和驾驶时间的交互效应以及驾驶模式对反应时间的边际效应（以手动驾驶为基准） 

Fig.6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driving mode and driving time and marginal effect of driving mode on reaction time (with manual 

driving as the reference) 

  
图 7 不同驾驶模式的 KSS量表分数对比以及驾驶时间与 KSS量表分数之间的关系 

Fig.7 Comparison of KSS scale scores between driving mode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driving time and KSS scale 



 

 

3 讨论 

基于超过 120 h的开放道路自然驾驶实验，探索了辅助驾驶系统对重型卡车驾驶员驾驶疲劳程度的影

响。多项生心理疲劳指标均表明，辅助驾驶情况下重型卡车驾驶员的平均疲劳程度低于手动驾驶，主要

体现在辅助驾驶情况下重型卡车驾驶员平均心率更高、连续 RR间隔均方根更低、低高频比例更低、呼吸

频率和呼吸深度更高、眨眼时长和眨眼频率更低、瞳孔直径更大以及 PERCLOS更低。此外，辅助驾驶情

况下驾驶员主观 KSS 量表分数也显著低于手动驾驶情况。以上结果均表明辅助驾驶系统能够降低重型卡

车驾驶员长途驾驶过程中的疲劳程度。 

本研究也观察到了驾驶员能力指标和驾驶时间的关联性。考虑到实际道路上危险事件的稀疏特性，

使用了反应测试时间来间接反映驾驶员的反应能力。一般认为，疲劳会增加驾驶员的反应时间[34-35]。结

果表明，随着驾驶时间的增加，手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的反应时间会显著增加，而辅助驾驶情况下驾驶

员的反应时间未显著增加。同时，相较于手动驾驶，辅助驾驶系中驾驶员的反应时间较短，表明驾驶员

在辅助驾驶中可以更好地保持较高的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并且辅助驾驶对降低驾驶员反应时间的边

际效应会随着驾驶时长变长而增强。这些差异性可能来自 2 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与手动驾驶相比，辅

助驾驶情况下驾驶员在接收到反应刺激时手部有更多空闲，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辅助驾驶中驾驶员的反应

时间总体低于手动驾驶；另一方面，随着驾驶时间的增加，重型卡车驾驶员的疲劳发展速度可能是非线

性的，在驾驶任务初期驾驶员未疲劳或疲劳发展较慢，故总体反应时间较短[18]。随着驾驶时长增加，手

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疲劳发展较快，而辅助驾驶情况下驾驶员疲劳发展依旧较慢，从而造成了反应时间

随驾驶时间的差异逐渐变大。 

对比客观指标（如眼动和生理指标）、主观指标以及任务表现指标（即反应测试时间）时发现，主观

指标和反应测试时间的变化趋势较为吻合，且随驾驶时长显著增加。客观指标并未表现出随驾驶时间增

加而增加趋势。以往基于模拟器的研究中，客观的生理和眼动指标均表现出了和主观指标的一致性。这

可能是因为自然驾驶实验过程中部分变量未能完全被控制，如在驾驶过程中驾驶员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来

缓解疲劳发展，如吸烟、播放音乐和进入服务区短暂休整等，主动控制疲劳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从

实验变量控制的角度，需要保证所有的驾驶员均严格按照相同的方式进行所有的操作，而从实验安全、

实验伦理和实际运营的角度出发，期望复刻真实的道路运营场景，即驾驶员在有真实行车风险的情况下

状态的变化。因此，部分单一指标的变化在时间维度上可能难以简单地反映驾驶员状态和驾驶能力的变

化。 

此外，区别于时间维度上各类指标的不一致性，生理、眼动、反应时间以及主观问卷的指标均指向

辅助驾驶中驾驶员的疲劳程度总体较低这个结论。这个发现不同于过往研究在乘用车驾驶员中得到的结

论[17-20, 22]，即：在乘用车驾驶员群体中，相较于手动驾驶，辅助驾驶系统会引起驾驶员更高的疲劳程度。

可能的原因主要有 2 个：一是重型卡车驾驶员作为专业驾驶员比起普通乘用车驾驶员更能够通过自我约

束、工作责任感、安全意识等恰当地调整驾驶任务中的注意力分配[36-38]，从而避免因辅助驾驶系统执行

驾驶任务而产生的被动疲劳；二是大部分已有的乘用车驾驶员的相关研究均基于模拟器，被试缺乏真实

环境的刺激、默认了实验的安全性[39]，从而更容易产生被动疲劳。 

最后，本项研究存在几点局限性：第一，尽管本研究已尝试通过重复采集数据来增大数据量，依旧



 

 

存在数据量较为有限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招募更多重型卡车驾驶员参与实验、采集更多数据合并分析

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得出的结论；第二，出于自然驾驶实验的安全考虑，本研究无法完全控制驾驶过程

中的部分变量，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增加数据量以抵消自然驾驶实验中无法控制的随机变量的影响，也可

以考虑缩短进行疲劳指标统计的时长以捕捉可能存在的驾驶员疲劳程度的更细节、更快速的变化；第三，

本研究中的实验用车搭载了智加领航辅助驾驶系统，而驾驶员的疲劳程度可能受不同辅助驾驶系统的功

能性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对比不同厂家的辅助驾驶系统对驾驶员疲劳程度的影响、并量化辅助驾驶

系统能力和驾驶员疲劳发展之间的关系。 

4 结论 

（1）客观生理指标、眼动、任务反应时间和主观 KSS 量表分数均表明辅助驾驶情况下重型卡车驾驶

员的平均疲劳程度低于手动驾驶。 
（2）长途驾驶中，重型卡车司机的主观 KSS 量表分数随驾驶时间显著增加，客观生理和眼动指标未

随驾驶时间显著增加，表明在实际重型卡车驾驶中，单一的生理和眼动指标的变化可能难以准确预估驾

驶员的疲劳发展。 

（3）随着驾驶时间增加，手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的反应时间会显著增加，而辅助驾驶情况下驾驶员

的反应时间不会显著增加，并且辅助驾驶对降低驾驶员反应时间的边际效应会随着驾驶时长变长而增加，

表明辅助驾驶中驾驶员可以在长途驾驶中保持较好的任务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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